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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与艺术：群体性事件的公共修辞机制探析

刘　涛

摘　要：公共修辞是一个与个体修辞相对应的概念，核心强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话语构造理

念。通过对２０１０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具有公共修辞特征的网络流行语在形式修辞和

意义修辞两个话语维度上积极延伸，体现的是一种间接的、迂回的、赌博式的、偷袭式的政治抵抗艺术。

而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的呈现与建构更多地依赖于图像化的表征方式，公共修辞的 “图像转向”成

为一个亟待进一步探讨的媒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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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 （Ｓｕ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ｅｒ）在 《一个核心的哲学》一书中指出，语言是人类所创造

的特有的象征体系，而人是依靠象征而存在的动物，象征是人们构造社会关系的基本话语途径。相应

地，贯穿着语言运用的一切人类活动本质上都意味着一种象征性实践。所谓象征，强调通过有意识、

有目的地使用特定的语言符号来达到最有效的传播效果。修辞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是借助象征的手段去表达或

发现指涉对象不在场、或者事物缺失状态下的意义，进而以一种 “象征的力量”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以此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为。亚里士多德的 《修辞学》被认为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他将修辞界定

为 “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法的功能”［１］。

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的选词、择句、文采、辞格等范畴，而成为哲学、传播

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甚至直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专业。这是因为，

不同于中国传统修辞观念中对于遣词造句和修辞规律等语言使用技巧的刻意追求，西方修辞学发端于

以公共演讲为代表的演说术 （ｏｒａｔｏｒｙ），更多地强调一种思维方式的选择和传播，修辞的核心功能就是

劝说。索加·福斯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 “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那里就有劝

说。”［２］丹尼·卡瓦拉罗 （ＤａｎｉＣａｖａｌｌａｒｏ）则进一步指出，语言的使用过程意味着一场象征交换的行为，

所有的语言符号最终都是比喻，哪怕是最简单的事实表述，也隐含了潜在的修辞动机。［３］帕特里夏·毕

泽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Ｂｉｚｚｅｌｌ）和布鲁斯·赫茨伯格 （ＢｒｕｃｅＨｅｒｚｂｅｒｇ）在 《修辞传统：从古典到现在》一书中反

复强调，当代修辞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修辞格”和 “演说术”，而是涵盖 “劝说”、 “劝说效果”、

“语言运用”、“公共动员”、“有效的演说策略”等范畴。［４］正是在这一范畴转向中，公共修辞 （ｐｕｂｉｃ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引入传播学话语体系，它成为一个围绕公共性而展开的媒介动员技术和话

语修辞技术。

首先对西方公共修辞和东方个体修辞进行概念梳理和意义诠释，进而以中国２０１０年的群体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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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为核心分析文本，探讨当前社会普遍流行的公共修辞技术，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果进行分析。

一、西方公共修辞与东方个体修辞

何谓公共修辞？１９８８年，罗伯特·伍斯诺 （ＲｏｂｅｒｔＷｕｔｈｎｏｗ）在 《传播学研究》杂志上发表 《作

为公共修辞的宗教话语》一文，论文第一次提出 “公共修辞”这一个术语。他致力于探讨宗教话语成

为公共话语的修辞秘密，并且将这种话语构造方式称为公共修辞。按照伍斯诺的观点，宗教话语以公

共利益为修辞对象，通过对政治话语范畴中有关 “自由”、“权利”等概念的激活与招募，进而巧妙地

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一种人们可以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公开谈论的合法议题。随后，有关公共修辞的传

播学研究不断升温，公共修辞所关心的核心命题是：一种话语、一项议题、一个事物是如何进入公共

领域，又是如何达到话语劝服与认同构造的神话目的？具体来说，凯利·里特 （ＫｅｌｌｙＲｉｔｔｅｒ）从公共修

辞的视角探讨 “学生评教话语” （ＲＭＰ）对整个教育评价生态的深刻影响，［５］布伦顿·费伯 （Ｂｒｅｎｔｏｎ

Ｆａｂｅｒ）聚焦于纳米科学话语合法化生产的公共修辞机制，［６］朱迪·西格尔 （ＪｕｄｙＺＳｅｇａｌ）指出各种商

业和医学话语借助一定的公共修辞策略制造了一个个对乳腺癌漠不关心的沉默者，［７］科琳·凯利 （Ｃｏｌ

ｌｅｅｎＥＫｅｌｌｅｙ）核心探讨戈尔巴乔夫政府对裁军计划的公共修辞与社会动员策略［８］……

随后，一大批专门聚焦于公共修辞研究的著作相继问世。比如艾琳·尤雷特 （ＩｒｅｎｅＥｕｌｒｉｅｔ）的

《军队中的妇女：公共修辞与性别政治》，芭芭拉·库齐 （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ｏｕｔｕｒｅ）和托马斯·肯特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ｎｔ）的 《隐私、公众与出版：私人生活与公共修辞的统一》，菲尔·麦克纳顿等 （ＰｈｉｌＭａｃｎａｇｈｔｅｎ，ｅｔ

ａｌ）的 《可持续性环境战略的公共修辞：矛盾与效果》，葛雷格·巴恩黑索 （ＧｒｅｇＢａｒｎｈｉｓｅｌ）的 《媒

介与信息：公共修辞的策略与读本》等。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归纳与总结，我们可以将公共修辞的概念

简单概括为：公共修辞是一种有关公共话语的构造与生产方式，一种有关劝服与认同的话语构造艺术，

它以话语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进而在公共话语框架内达到公共议题建构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

目的。

公共修辞是一个与个体修辞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ｈｅｔｏｒｉｃ）相对应的概念。纵观东西方修辞学的发展范式，

二者形成不同的修辞传统：西方修辞主要强调公共修辞，本质上对应于公共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公共传

播秩序；东方修辞更注重个体修辞，实际上对应的是以帝王、君主为核心的集权传播秩序。所谓公共

修辞，主要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修辞行为，它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即公

民通过对自身权利的有效识别与认同而积极参与到公共议程之中，进而保障公共事务决策与公共政策

制定的有序进行。由于公共修辞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公共演说传统，它不可避免地和民主政治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市民社会基础和公共参与秩序是公共修辞传播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保障，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大可能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进行公共演说的可能，公

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９］

反观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事务的解决往往直接诉诸集权或暴力，所谓的公共意志从来都是一个伪

命题。个体如果要参与社会事务，其修辞对象必须指向君王，而春秋战国以后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缺乏产生公共修辞的政治土壤，这也注定中国传统修辞研究更多地

聚焦于个体修辞。所谓个体修辞，主要强调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修辞行为。由于缺乏言论自由表达的

制度保障，个体修辞的信息权利注定是不平等的。换言之，不同于公共修辞所强调的公共意志的自由

的、平等的双向网状传播，个体修辞主要指个体意志的单向线性表达，个体利益是这场修辞的终点。

从修辞动机而言，个体修辞是对个体利益的规划与追求，本质上是为了个体的安身立命，而非服务于

更崇高的政治参与目的或公权力监督目的，更谈不上在制度与律法层面进行长期的、持久的规划和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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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修辞和公共修辞并不是两个完全冲突的概念，而是作为两种共时性的修辞形态存在于特定的

社会结构和传播秩序中。中国有句古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个体意志与

公共意志之间的对话关系。纵观当前的新闻叙事框架，故事化叙事已经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新闻编码策

略，个案与主题、故事与制度、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叙事逻辑正好是个体修辞与公共修辞之间对话关系

的微妙注释：个体修辞的结果或落点最终指向公共修辞。具体而言，那些被重点征用的个案、故事与

命运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的微观关照与书写，而是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服务于更大的政治目的：从感性

话语无缝过渡到理性话语，在制度建设与法律完善层面做文章，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个体权利，防止社

会悲剧或公共疼痛的再次重演。由此可见，个体修辞聚焦于个体自身的生命、意志、尊严、安全与权

利，公共修辞则致力于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凝聚公共意志、监督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二者之间的

话语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体修辞是公共修辞得以合法化表征与实施的基础和手段，公共修辞是个

体修辞在公共领域中的反映，而且从根本上保障并检验个体修辞的能力与效果。

二、制造公共围观的全民造词运动

布尔迪厄在 《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一书中指出，社会就是一个 “语言交换市场”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ｒｋｅｔｓ），语言本质上意味着一种交换性的经济资本。在社会交换领域中，语言交

流就如同商品交换，说什么，如何说，无疑都赋予了语言特定的 “分量”和 “价值”。布尔迪厄进一步

指出，大凡那些掌握 “委婉表达”能力的人，往往能在这场交换活动中获得最大的 “利益”回报。这

里所强调的 “委婉表达”其实就是语言修辞，它不单单强调语言使用的规范与风格，更多地强调语言

作为一种象征性实践的话语劝服能力，也就是某种合法话语构造、生产与传播的语言使用策略。正如

布尔迪厄所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

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

活动中实现的。”［１０］布尔迪厄将语言的象征性使用所带来的利润回报称为 “象征权力”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ｐｏｗ

ｅｒ）。这也促使人们开始精心计算这样一道算术题：为了获得最有效的利润回报，哪种语言使用能够带

来溢价效果或增值效应？这一问题成为语言修辞学的核心范畴构成。

近几年，面对一个个危及公共利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躲猫猫”、“俯卧撑”、“富二代”、“日记

门”、“被代表”、“不差钱”、“七十码”、“打酱油”、“蒜你狠”、“被自杀”、“临时性强奸”等网络流

行语一夜之间悄然诞生，继而疯狂传播。这些被 “发明”的流行语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公权力进

行另类监督的姿态与途径，同样体现的是草根阶层设置并构造公共议题的能力与智慧。显然，不同于

其他流行语的商业或娱乐目的，这些流行语的生产背景和修辞对象往往指向特定的公共事件，它的目

的和意义就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强调对公共意志的凝练，对公共道德的伸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

此具有公共修辞的性质。

纵观转型时期的中国，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均衡机制和社会公共理性尚不成熟，

这是一个问题迭出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群体性事件频频上演。在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群体性事件面前，

主流话语总是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排他性的解释体系和叙事脉络，它书写成文，布局严密，逻辑清晰，

以期将底层话语推向世界的暗处，使其成为一个不在场的、无人认领的失语者。然而，正如福柯所说，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对权力的反抗。”［１１］当主流话语对事件的界定和解释无法体现公共意志、甚至站在

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时，底层话语便会借助各种间接的、迂回的、游击性的、偷袭式的战术进行抵抗。

这些被 “发明”的流行语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来自底层的亚文化抵抗艺术，它秉承了亚文化与生俱来的

激进、批判、颠覆与对抗特质，即通过对主流话语的戏仿和反讽，以此传递一种另类的、在场的政治

姿态。这既是詹姆斯·斯科特 （ＪａｍｅｓＣＳｃｏｔｔ）在 《弱者的武器》中核心强调的一种间接的草根政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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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也是米歇尔·德塞都 （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在 《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所概括的一种普遍的弱者抵抗

艺术。

通过对五大社区论坛 （天涯、凯迪、强国、新浪、中华网）和新浪微博的舆情跟踪，人民网舆情

检测室发布了 《２０１０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在前２０大热点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公共利益 （公

共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的事件达到１４个 （见表１），占到７０％。

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事件之所以能成功地制造公共围观效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流行语的

生产与传播。比如，河北大学李启铭醉酒驾车，撞死一名女生后试图逃逸，被拦下后嚣张地喊出：“我

爸是李刚”。一句话点燃了网民积郁很久的愤怒，这是对法律正义与公共伦理的公然挑衅。“我爸是李

刚”瞬间成为一个网络热词，它是对这个时代 “官二代”现象的微妙嘲弄。猫扑网随即发起了 “我爸

是李刚”网络造句大赛，底层智慧纷纷云集，令人惊叹，唐诗、宋词、广告及流行歌曲无一不遭遇网

友改编，３６万条各个版本的网络衍生词句一周时间内横空出世，例如李白版 “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

刚”，普希金版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陈楚生版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爸

叫李刚”，叶绍翁版 “满园局长关不住，一只李刚出墙来”，田跃君版 “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

生的我爸是李刚”，特仑苏版 “不是每一杯牛奶都是特仑苏，不是每一个爸爸都叫李刚”等多个版本。

表１　２０１０年涉及公共利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流行语

事件排名 事　　件 代表性流行语

１ 腾讯与３６０互相攻击 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４ 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 官二代、我爸是李刚

５ 富士康员工跳楼 今天你跳了吗

６ 袁腾飞言论惹争议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

９ 唐骏 “学历门” 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校友

１０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１２ 张悟本涉嫌虚假宣传 “豆你玩”、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１３ 各地校园袭童案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１５ 山西 “问题疫苗” 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活

１６ 商丘赵作海冤案 赵作海式冤案、有多少命可以重来

１７ 王家岭矿难救援 丧事终于办成了喜事

１８ 谷歌退出中国 政治的谷歌、谷歌的政治

１９ 唐福珍自焚 一定要选一张我最漂亮的照片做遗像

２０ 部分地区罢工 鸭梨很大、压力山大

三、网络公共修辞的两种话语智慧

进一步分析流行语的生产艺术，作为一种公共修辞形式，网络流行语往往采取戏谑、讽刺、游戏、

拼贴、杂耍式的修辞风格，这是后现代主义话语观念在网络世界的逼真刻写。换言之，在主流话语所

铺设的微妙而敏感的话语空间内，象征亚文化抵抗行为的流行语生产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修辞命

题。谈及底层话语所调用的公共修辞策略，其实就是对政治分寸、话语安全、传播潜力、语义结构与

修辞智慧的拿捏和把握。常见的公共修辞策略可以分为形式修辞和意义修辞，前者侧重形式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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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致力于增强话语本身的传播力，比如围绕特定网络事件／现象而开展的网络造词运动；后者侧重

意义上的话语智慧，常常借助隐喻、象征、反语等修辞方式，强调一种迂回的、赌博式的游击战，以

期在语义深度和社会动员层面完成公共议题建构的政治目的。

就形式修辞而言，一个流行语就如同一个原型符号，它会源源不断地召唤出新的组合方式，网络造

句就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修辞表达，它的直接目的就是制造一场不折不扣的新社会运动。具体而言，出

于政治敏感与话语安全考虑，底层话语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打扮和伪装，以一副看似平和而中立的姿态

走入公共视野，这是一场赌博式的游击战。它幽默风趣，朗朗上口，轻盈灵活，易于传播，以一种春

风化雨、无处不在的力量作用于公共领域，扮演着四两拨千斤的政治功能；它看似简单，实际上却精

致、微妙、传神，一语双关，具有无穷的衍生与再造能力。比如，腾讯与３６０这场臭名昭著的商业网战

中，马化腾在 “致广大 ＱＱ用户的一封信”中称 “将在装有３６０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ＱＱ软件”，并

称这是 “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面对这一绑架和牺牲公共利益的狂妄之举，“ＱＱ体”造句运动全面铺

开，网友借助 “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来控诉各种践踏公众利益的商业恶战。一时间，迅雷、淘宝、Ｑ

币、ＩＰＡＤ、宝马、中国移动、广电总局等企业或机构纷纷演绎了自己的 “ＱＱ体”版本。例如蒙牛版的

“ＱＱ体”如下：“亲爱的蒙牛用户，我们刚刚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您停止饮用伊利、光明、

完达山、旺仔、圣元、南山等产品前，我们决定在售卖给你的产品里增加监测剂，当它监测到用户胃

里有其他牛奶成分时，将自动释放三聚氰胺。敬请谅解。”

新闻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事件类新闻和现象类新闻，形式修辞的引擎机制是公共事件，但这并非是

公共意志凝练的唯一途径，其实，流行语的衍生与再造行为同样指向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社会现象。相

对而言，新闻事件是动态的、显著的，与之相随的是命运，是奇观，是那种悬念横生的情节剧，因此

具有捕获公共注意力的先天优势；而新闻现象却是普遍的、静态的、默不作声的。由于现象是一系列

事件堆积的集合，这使得围绕社会现象的公共修辞总是和特定的事件若隐若现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

对偶、反复、排比、顶真等形式修辞方法成为其基本修辞方式。

就意义修辞而言，公共修辞的直接目的是完成公共议题的建构，这客观上需要在语义表达层面能

够有所指涉，即首先搭建一种公众便于识别的公共话语框架，将事件／现象置于其中，并进一步在制度

与法律层面寻求根本性的解决途径。由于中国当前的公共传播秩序极度脆弱，而且缺乏西方公共修辞

所要求的市民基础和演说传统，这注定了当前中国公共修辞的核心内容是有关话语安全与安全传播方

面的政治智慧。

纵观当前网络流行语的意义修辞特点，更多的是以一种 “去政治化”的方式来传递自身激进的、

批判的政治姿态，尤其是当公共利益遭遇权力压制或绑架，公共修辞的基本话语智慧可以概括为一种

游戏式的、赌博式的防守反击策略，也就是在主流话语已有的修辞图景中寻找其破绽和漏洞，然后通

过隐喻、双关等修辞方式证明其荒谬性与不合理性，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意义修辞方式是基于 “拿来主

义”的 “借巢孵卵”策略。具体而言，很多流行语都是直接摘自当事人语录本身，这些语言识别性强，

高度凝练，无需加工便可直接传播，比如 “杀人为生”、“我爸是李刚”、“我是打酱油的”、“弹钢琴重

复性动作”、“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随便叫个局长就可以收拾你，让

你下岗”、“我当书记时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

中国”；再比如 “七十码”、“俯卧撑”、“躲猫猫”等流行语直接来自官方对事件的解释用词，而这些

文字一旦进入传播场域，便具有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功力。

不难发现，正如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的躯体内部孕育产生一样，基于公共修辞的流行语以一种

“陈述事实”的合法姿态伪装自己，通过对其母体 （ｍａｔｒｉｘ）和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反抗而制造公共话语，

以此对主流叙事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这正是约翰·费斯克 （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所谈到的大众文化普遍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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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艺术。换言之，流行语正是在 “被统治和被控制的社会缝隙中作用……它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拒

绝自己被社会秩序所控制，有的也暂且与之合作，还总是乐于抓住一个机会打一场游击战，作一次赌

博式的战略抵抗”。［１２］因此，这些精心设计的修辞言语无一例外地在强化自己的政治姿态，即 “通过自

己的言辞使一个团体获得特定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１３］。这个团体就是被主流叙事所放逐的、或

者被主流话语所压制的草根阶层，他们借由对公共意志的凝练而成为一个新势力，同样借由对这些流

行语的识别而完成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认同，以此来建构阿尔都塞所说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四、结语：公共修辞的 “图像转向”

网络公共修辞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产生并发生作用，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修辞主体

（尤其体现为底层话语）通过对特定流行语和图像的发明、生产与传播来制造公共围观效应，使其成为

一个公共事件，最终借助舆论的力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以及公共政策的修订。纵观近年来频频发生

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很多问题之所以能得到正面解决，是因为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导向的公共修辞在其

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的呈现与建构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图像化的表征途

径，凯文·迪卢卡 （Ｋｅｖ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ｌｕｃａ）所谈到的 “图像政治”（ｉｍａｇ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４］作为一个重要的媒

介命题被推置幕前。比如，通过分析当代社会政治修辞的演变轨迹，凯思林·霍尔·杰米逊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ＨａｌｌＪａｍｉｅｓｏｎ）发现，视觉修辞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公共话语空间构建的主要修辞手段——— “戏剧性

的、易溶性的、视觉性的瞬间正在取代建立在记忆认知机制上的文字符号。”［１５］换言之，相对于语言文

字的话语建构效果而言，图像在与受众的心理互动中更具备 “意义生产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ｋｅｒｓ）的劝服

力量，这是因为 “视觉信息完全赋予了争议生产的另一个维度：戏剧性和作用力”。［１６］

图像，首先诉诸感性刺激，它逼真、鲜活、耐人寻味，往往图说世相，而且画外有 “画”，具有激

活公共围观趣味的先天优势。此外，图像可以自由地避开审查，这使得它具有了文字不可比拟的政治

安全特质，因此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比如，在厦门 ＰＸ事件、南京梧桐树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广

州太石村事件、温州钱云会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中，传统媒介在各种政治压力下集体失语，与事件相关

的敏感词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而与事件相关的各种图像符号则突破重重封锁，最终演化为一场指向公

共理性构建的新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流行语虽然具有积极的社会动员力量，可是最终往往暧昧地

纠缠于政治与商业之间，当 “给力”等流行语接受政治接管后，诸如 “我爸是李刚” “一个非常艰难

的决定”等造句运动本身演化为一场象征狂欢与仪式的商业行动。相反，图像却可以最大限度地抵抗

外部意义对画框本身的暴力入侵，在抵御政治改造和商业收编之路上走得更远。可见，正因为图像取

代了文字而占据了话语建构的中心位置，社会争议和公共舆论的生产方式呈现出威廉·米歇尔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Ｊ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所说的 “图像转向”（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Ｔｕｒｎ）［１７］，公共修辞的 “图像转向”同样成为一个亟

待深入探讨的媒介命题。

纵观那些真正推动中国法制化进程的群体性事件，它们之所以能够促进法律修订与制度变迁，除

了语言修辞的积极作用之外，图像在其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修辞功能。孙志刚事件、佘祥林事件、躲

猫猫事件、雷闯维权事件、宜黄自焚事件、牙防组认证事件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很大程

度上是借助 “图像事件”的社会动员方式完成公共议题的建构以及公共话语的生产。正是通过对图像

符号的有效挖掘与意义生产，这些事件得以在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话语导向的修辞图景中进行裂变传播，

最终成为一个时代集体关注的公共事件，成为能够激活公共围观趣味的新闻奇观，成为剑指社会公共

矛盾的图像事件，成为各种声音展开论争、对话与协商的 “话语性场域”（福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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